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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的出发点是爱自己最亲近的人，这种重亲情的伦理主张为
“亲亲相隐”提供了伦理基础和来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天下客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义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
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离
娄上》云：“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
说：“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统治者提倡“亲
亲相隐”，主张家族之爱、亲属之爱，其实质也是在宣扬孝文化。舜
提出“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悌、子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孝的内涵是爱敬——爱敬自己的亲人。伊尹的伊训：“立爱
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通过爱自己的亲人，进而
爱邻人、爱乡人、爱国人。古代统治者在亲亲相隐制度中包涵着一
种创造以家和谐带动社会和谐的思想理念。
(三)以人为本，“亲亲相隐”符合人性要求
1.以人为本，追求亲属之爱。家是亲情的港湾，是爱的归宿。
亲属之爱是撑起一个完整家庭的支柱，从本性心理来说，人们总
是渴求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亲近的人的利益，使其避免遭受来
自各个方面的伤害。这乃是本性使然，符合客观存在的规律。如
果强制地迫使近亲属指正嫌疑人，那么会使双方陷入两难的尴
尬境地，导致亲属之间微妙的心理变化从而扭曲了家庭的和谐。
而亲亲相隐恰恰符合人性的要求，体现了作为普通人所需要的
基本要求，捍卫了家庭关系保护权。
2.以人为本，追求互相信任。信任是指社团成员对彼此诚
实、合作行为的期待，相信他人或集体的行为与承诺。郝奇曼说，
信任是一种特别的资源，这种资源具有累加和扩大效应。一旦亲
属之间的相互信任被破坏则会造成信任资源的稀缺。信任匮缺
不仅是一种“缺乏”，更是一种对人的生存心理的寝室。孔子说
过：“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可其可也”。人与
人之间的融洽交往往往是建立在互相信任感上。试想如果连你
周围最值得信任的亲属都背叛你，那么还有什么让你有足够的
安全感和信心去信任其他以外的任何人呢？再试想在一个诚信
充满危机的社会下，在你的潜意识中到处充满了危机，惶惶不可
终日，如何进行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而当这种诚信危机的制
造者源于自己的亲人，情何以堪？
3.以人为本，追求社会稳定。“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
乱”。维护社会稳定关键是法治，而法治的核心在于法律的文明
和人性关怀。亲亲相隐制度恰好是法律人文关怀的体现。一个
理性的法律并不是墨守成规，在利益冲突下，为了寻求更好的平
衡点，必然要求它在伦理面前做出必要的退让，从而使法律能够
在社会中顺畅的进行。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要重视家
庭在社会稳定中的重要性，要重视“亲亲相隐”在维系家庭稳定
中的重要性。
三、中国证人制度存在的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48 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
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显而易见，我国证人范围广
泛。我国现行刑事法规没有赋以近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仅仅是
原则性地规定了证人有作证的义务，而没有规定例外的情况，即
证人拒绝作证的权利。而在外国的证据法中，规定了证人特权，
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免证，包括配偶、近亲属特权，反对被迫自
我归罪特权，职业特权和公务特权等，其中就包括亲属特权。
《刑事诉讼法》第 98 条规定：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
实地要求，证人有如实作证的义务，包括即使是对亲人也要“供
认不讳”，否则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一面是要负起法律责任，一
面是对亲属的背叛，往往将证人陷于两难的境地，造成法律上与
道德上的明显撞击。这种“精神危机”将严重干扰到证人的自由
和选择是否作证的权利。
《刑法》第 381 条规定了窝藏包庇罪。在实践中，侦查人员往
往从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入手寻求第一手证据。如果亲属拒绝作
证、不举报或者藏匿罪犯则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 48 条规定的
作证义务，严重则构成隐匿罪或包庇罪。以此来提高办案效率，
不仅有人身威胁的可能性，也可能发展为刑讯逼供。这不仅干扰
亲属证人的正常生活，还有潜存损害公民身心健康权利之嫌。
四、重构近亲拒证制度
在充分利用本土资源的基础之上，实事求是，从本国国情出
发，适当借鉴国外立法的经验，建立符合我国的现代“亲亲相隐”
制度。其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吸取精华，剔其糟粕”，将亲属免证设置为一项权利。由于
时代的局限性，“亲亲相隐”制度形成于封建宗法制度和三纲五常
原则之先，其存在的封建等级思想和封建道德因素等负面影响不
言而喻。在现代法治社会，应该摒弃“亲亲相隐”制度中维护封建
家族组织和人身等级制度的法律思想。同时，在古代“亲亲相隐”
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违反者将受到处罚，但是在当今应将其
视为是公民的权利，这样才更显示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
2.“亲亲相隐”主体应严格限定。亲属拒证制度中应设置有限免
证权的亲属范围。借鉴国外免证特权主体及本国实际情况，笔者认
为有权拒证的亲属包括：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3.设置亲属免证的例外情形。例如，为了加强对征服官员贪
污受贿行为的打击，法律可以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在涉及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问题上不得有刑事免证权利。又如，
当关系到重大国家利益或重大社会危险时，法院可以在权衡利
弊的基础上裁定剥夺证人的免证权，即可以强制命令应该享有
免证权的证人出庭作证，这其中就包括亲属的免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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